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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晚近學界益發關心燕行文獻，相關研究成果迭出。與此同時，部分學

者指出學界欠缺對於史料本身的研究，呼籲系統地整理燕行文獻，揭示史

料可能產生的問題。本文旨在透過具體的個案，探討、反省燕行文獻的結

構，呈現其特性與問題，選定的主題是朝鮮使者眼中的清書、清語與滿漢

關係。朝鮮使者是少數能夠寓居北京，進入紫禁城謁見清朝皇帝的特殊群

體。本文梳理燕行文獻關於「滿洲」的記述，依序討論朝鮮知識人如何描

寫滿洲語文、滿洲風俗、滿漢差異，以及研究者應如何理解、詮釋朝鮮燕

行使對於各種滿洲特性的觀察。 

朝鮮使者意識到，滿洲語文是清朝的特色，這不僅是官方通行的國

語，同時在朝貢過程中發揮保密防諜的效果。朝鮮使者對滿洲人的記述雖

然珍貴，但某些見聞必須考量歷史、文化的因素，如朝鮮知識人筆下的

「滿漢關係」往往先入為主地認定滿人欺壓漢人，中國史家利用朝鮮史料

必須有所警覺。其次，清朝皇帝與滿洲人面對朝鮮使者時，之所以樂於說

滿洲話，必須考慮到旗人不乏「朝鮮人子孫」。最後，本文透過「史

實」、「文獻」兩個層次，釐清應用燕行文獻探討滿洲特性時，存在哪些

問題。筆者認為域外文獻不應僅止於中外關係史的話題，其中的問題正有

待中國史家積極涉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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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academic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interested in the China 

Mission Record (Yānxíng Wénxiàn 燕行文獻) that leads to an outpouring of 

new research. Some scholars have already pointed out that the lack of research on 

these documents and called for a classification of them to reveal some possible 

issues. This article aims to concretiz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raise issues of the 

China Mission Record by exploring and reflecting on its structure through 

specific cases. I will discuss the Manchu alphabet, the Manchu language, and the 

Manchu-Han rel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hosŏn diplomatic envoy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Manchuness of the Qing Dynasty during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y. My analysis is divided into two parts and followed by a brief 

summary and reflection. The first part attempts to investigate the Chosŏn 

intellectuals’ depictions of the Manchu language, the Manchu customs, 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Manchu and Han cultures. The second part aims at 

suggesting some possible ways of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ing the Chosŏn 

diplomatic envoys’ observations of the Manchuness. 

This paper stresses that the Chosŏn diplomatic envoys were aware of the use 

of the Manchu language in the Qing court that differed from the language used in 

the Ming court. As an iconic feature of the Qing dynasty, the Chosŏn diplomatic 

envoys realized that the Manchu language not only served as an official language 

but also an important tool for concealing information from hostile spies of some 

tributary states. 

When analyzing the Chosŏn diplomatic envoys’ observations on the Manchu 

culture,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factors into account. For 

instance, the Chosŏn intellectuals sometimes perceiv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nchus and the Han as unidirectional oppression. Additionally, considering 

that some Manchus were descendants of the Chosŏn, Qing emperors and officials 

were more than willing to use the Manchu language when dealing with the 

Chosŏn diplomatic envoys. In a word, in order to resolv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historical facts and secondary literature, it is necessary for researchers to further 

investigate and critically analyze the descriptions and observations in the China 

Mission Rec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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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自二○○一年韓國東國大學推出一百冊《燕行錄全集》後，這批由朝

鮮燕行使撰寫的日記、報告書引起眾多中國史家密切關注。1隨著《燕行

錄》研究成果不斷推陳出新，越來越多的研究者或提醒或警告，當前學界

缺乏針對「燕行文獻」2本身的基礎研究，在版本目錄、作者繫年，以及燕

行文獻整體的記述特性上，仍有不少重要問題未能解決。3不過此類意見多

為一種呼籲、提倡，具體的個案研究極其少見。本文嘗試透過明確的課

題，盡量完整呈現燕行文獻的特性與問題，並提出可能的解決辦法。 

本文同意先行研究的意見，針對燕行文獻本身的研究仍有極大的拓展

空間。研究者若能帶著明確的問題意識，藉此呈現燕行文獻在幾種記述上

的特性，逐步累積成果，大有助於釐清利用燕行文獻的疑慮，實質推進此

類史料的基礎研究。本文選定的主題是燕行文獻中關於清書、清語、滿漢

                                                 
1  關於燕行文獻的意義，多強調其補充中國史料不足，並能從域外反省傳統中國史敘事， 

   該史料整理的情況以及研究概況請參閱：李元淳（이원순）：〈赴京使行의 文化史的  

   意義（中譯：朝鮮赴京使行在文化史上的意義）〉，《朝鮮時代史論集：안（한국） 

   과밖（세계）의만남의역사》（서울：느티나무，1993 年），頁 53-74。葛兆光：〈攬 

   鏡自鑒──關於朝鮮、日本文獻中的近世中國史料及其他〉，《復旦學報（社會科學 

   版）》，第 2 期（2008 年 3 月），頁 2-9。崔韶子（최소자）：〈「燕行錄」연구를  

   위한 제언〉，《명청사연구》，第 30 輯（2008 年 10 月），頁 1-11。裴英姬：〈《燕 

   行錄》的研究史回顧（1933-2008）〉，《臺大歷史學報》，第 43 期（2009 年 6 月）， 

   頁 219-255。 

2  本文使用「燕行文獻」，而盡量避免「燕行錄」一詞，是因為「燕行錄」通常指朝鮮知 

   識人在中國旅行時的見聞記錄。但事實是他們歸國後仍有不少記述，以及相關文獻如行 

   前指南《燕行備覽》（詳後），這些有意無意間都可能被「燕行錄」一詞排除在外，因 

   此用性質較寬泛的「燕行文獻」統稱，特此說明。 

3  漆永祥：〈關於「燕行錄」界定及收錄範圍之我見〉，《古籍整理研究學刊》，第 5 期 

   （2010 年 9 月），頁 60-65。金榮鎮（김영진）：〈燕行錄의 체계적 정리 및 연구  

   방법에 대한 試論（中譯：試論燕行錄的系統性整理及研究方法）〉，《大東漢文學》， 

   第 34 輯（2011 年），頁 65-91。夫馬進：《朝鮮燕行使と朝鮮通信使》（名古屋：名古 

   屋大學出版會，2015 年），頁 423。林基中：〈燕行歌辭와 燕行錄의 相互原典性과 流 

   行樣式（中譯：燕行歌辭與燕行錄的相互原典性與流行樣式）〉，收入林基中、崔韶子 

   （編）：《연행록의 세계》（서울：景仁文化社，2015 年），頁 1-42。張伯偉：〈東 

   亞行紀「失實」問題初探〉，收入氏著：《東亞漢文學研究的方法與實踐》（北京：中 

   華書局，2017 年），頁 234-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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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的記述。目前的清史學者尚未注意到燕行文獻中關於此議題的史料，

透過介紹、分疏這一批文本，相信也能起到一定的助益。更重要的是，本

文擬透過與清代史料互讀，檢視文獻的價值與問題，具體呈現燕行文獻有

待克服的問題。 

旗人以「非漢族群」入主中原，晚近的研究強調維持清朝治世的原

因，除滿人漢化、信奉儒學等「漢元素」外，尚須衡量清朝皇帝有意識地

提倡「滿洲特性」（Manchuness）。4相較於研究者對滿洲、旗人的關心，

鮮見從漢人角度的出發的研究成果。5深入漢人眼中的滿洲，以及「滿漢關

係」等議題，史料不足始終是一大難題。民國肇建，中國第一代的明清史

家如孟森（1868-1938）猜疑明清史料的真實性，在課堂上表明《明史》不

能遂為信史，6《清實錄》則盡經改造，不復原本面目。7在這樣的背景下，

孟森將目光投向朝鮮史料，尤其是《朝鮮王朝實錄》，藉此撰寫代表作

                                                 
4  Pamela Kyle Crossley, 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Mark C. Elliott,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岡田英弘（編）：《清朝とは何か》（東京：藤原書店，2009 年）。米華健 

   （James A. Millward）：《嘉峪關外：1759-1864 年新疆的經濟、民族和清帝國》，賈建 

   飛（譯）（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7 年）。綜合性的研究討論請參見王成勉： 

   〈沒有交集的對話──論近年來學界對「滿族漢化」之爭議〉，收入汪榮祖、林冠群 

   （編）：《胡人漢化與漢人胡化》（嘉義：國立中正大學臺灣人文研究中心，2006 年）， 

   頁 57-81。歐立德（Mark C. Elliott）：〈滿文檔案與新清史〉，《故宮學術季刊》，第 

   24 卷第 2 期（2006 年冬季號），頁 1-18。杉山清彥：〈大清帝国史研究の現在──日 

   本における概況と展望──〉，《東洋文化研究》，第 10 號（2008 年 3 月），頁 347- 

   372。葉高樹：〈「滿族漢化」研究上的幾個問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 70 期（2010 年 12 月），頁 195-218。必須說明的是，儘管這些研究成果被學界視為 

   「新清史」，但內中仍有分歧，例如日本學界處理滿洲議題的脈絡與美國學界不同，但 

   總的來說可以發現近幾年學術界關心滿洲史、清朝的滿洲元素的面向。 

5  相關研究的重心多是清末，如路康樂（Edward J. M. Rhoads）：《滿與漢︰清末民初的 

   族群關係與政治權力（1861-1928）》，王琴、劉潤堂（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 

   社，2010 年）。柯嬌燕（Pamela Kyle Crossley）：《孤軍：滿人一家三代與清帝國的終 

   結》，陳兆肆、董建中（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年）。 

6  孟森：〈明史在史學上之位置〉，收入氏著：《明史講義》（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頁 4-5。 

7  孟森指出清朝官方「務使祖宗所為不可法之事，一一諱飾淨盡，不留痕跡於《實錄》中， 

   而改《實錄》一事，遂為清世日用飲食之恆事。」見孟森：〈讀《清實錄》商榷〉，收 

   入氏著：《明清史論著集刊》，下冊（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頁 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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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元清系通紀》，8開明清史家大量利用域外文獻的先河。 

時至今日，相較於孟森僅能依據《朝鮮王朝實錄》等文獻，中國的明

清史家在《燕行錄全集》出版後，具備更好的條件探討相關課題。以滿漢

關係為例，前人研究多關注明末清初、清末民初的狀況，9盛清時期的成果

極為罕見。畢竟官方意識形態控制在清代中葉最為穩固，清廷透過御纂書

籍、禁書政策，宣傳華夷一家、滿漢一體的論述，風行草偃。這直接導致

當代史家能夠運用的證據有限，王汎森（1958-）曾指出，除晚清的著述

外，清代史料論及種族問題的文字非常罕見，一般人對此問題避之唯恐不

及，幾乎找不到任何直接的材料。10王汎森轉而將目光投向朝鮮人著述《燕

行錄》，認為從田野調查的角度閱讀，能夠大致解答這個「在清代中國既

敏感而又充滿忌諱的問題」。11 

本文同樣關心盛清時期漢人眼中的滿漢關係，但強調研究者利用朝鮮

史料，須先展開針對史料本身的研究，釐清該文獻的性質與可能發生的問

題。目前中朝關係史學者尚未深入燕行文獻所見的清書、清語，乃至滿漢

關係，也未能反省此類記述的問題。至於整理、分析朝鮮使者如何逐步觀

察、記錄滿文、滿語、滿人的相關研究，同樣付之闕如。12前人研究的要點

是重建滿洲風俗的史實、討論旗人形象的演變。13例如梨花女子大學鄭惠仲

                                                 
8  「就現行世十六冊及筆者所見待刊原稿，其中十分之七八是引據李朝實錄。」吳相湘： 

   〈李朝實錄對於明清史研究之貢獻〉，收入中華學術院韓國研究所（編）：《中韓文化 

   論集（一）》（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5 年），頁 157。 

9  王宇：〈路康樂著作《滿與漢：清末民初的族群關係與政治權力（1861-1828）》評介兼 

   論晚清滿漢關係史研究〉，收入奇文瑛（主編）：《民族史研究》，第 11 輯（北京：中 

   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2014 年），頁 444-456。 

10  王汎森：〈道、咸以降思想界的新現象──禁書復出及其意義〉，收入氏著：《權力的 

    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修訂本）》（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4 

    年），頁 630。王汎森：〈從東亞交涉史料看中國〉，收入氏著：《權力的毛細管作用： 

    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修訂本）》，頁 649（這篇文章初次發表於 2008 年的《東 

    アジア文化交涉研究》）。就筆者所知，王汎森是首位指出應利用燕行文獻研究滿漢 

    關係的學者。 

11  王汎森：〈從東亞交涉史料看中國〉，收入氏著：《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 

學術與心態（修訂本）》，頁 645-651。 

12  本文使用清書、清語，對應的是滿文、滿語。如本文以下徵引的史料所示，清書、清語 

    是朝鮮文獻慣常的用法。 

13  吳紹釚：〈《熱河日記》與滿族民俗〉，《延邊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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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關心滿洲女性，但她的旨趣是與明清性別史的研究成果對話，指出朝

鮮燕行使目睹漢人女性在公開場所露臉，且滿洲女性積極地與男性對話，

這些中下層的平民女性與過去「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認知大不相同。14 

本文旨在透過朝鮮使者關於滿洲特性的記述，審視朝鮮使者是否、如

何注意到清書、清語、滿漢關係，及以此類記述反映出的種種問題。具體

的討論將透過燕行文獻，考察滿漢之間是否存在彼此區別的意識，以及燕

行文獻是否適合研究滿漢關係。本文以下擬先從不同層次梳理清書、清語

如何進入朝鮮使者的視界。其次，本文以性質接近「中國旅行指南」的

《燕行備覽》為例，考辨燕行文獻的真偽。最後析論燕行文獻的特性與問

題，及可能的克服方法。 

貳、 朝鮮使者眼中的清書、清語：                     

滿洲如何進入朝鮮的視界 

回顧朝鮮與大明交往的歲月，漢字始終是維繫雙方的重要元素。活躍

於嘉靖年間（1522-1566）的朝鮮官員魚叔權曾編纂《攷事撮要》，詳載事

大文書的各種類型及相應的格式。15該書數次提及明朝皇帝、官員對朝鮮事

大文書的讚譽，如「表箋章奏，與夫行移吏文，悉遵體式」，或是「朝鮮

國文字明白」。魚氏曾七次出使中國，他更以親身經歷指出，明朝官員在

                                                                                                                         
    （1984 年 7 月），頁 106-115。汪銀峰、姚曉娟：〈朝鮮朝燕行使筆下的滿語〉，《滿 

    語研究》，第 2 期（2014 年 12 月），頁 24-28。徐東日：〈試論朝鮮朝燕行使臣眼中 

    的滿族人形象〉，《東疆學刊》，第 28 卷第 4 期（2011 年 10 月），頁 1-8。王桂東： 

    〈《熱河日記》與清代民族問題研究二題〉，收入奇文瑛（主編）：《民族史研究》， 

    第 11 輯，頁 224-247。 

14  鄭惠仲（정혜중）：〈18 세기 조선지식인의 청국 여성관──김창업（金昌業）과  

  박지원（朴趾源）의 기록을 중심으로──（中譯：18 世紀朝鮮知識人的清國女性觀 

    ──以金昌業、朴趾源的紀錄為中心）〉，《중국학보》，第 73 卷（2015 年），頁 

    377-397。此外，關於韓國的滿洲史研究（Manchu Studies），高麗大學崔溶澈指出，儘 

    管少數單位如高麗大學已有長期發展的規劃，但迄今專家仍不多，也缺乏全面的研究， 

    請見 Yong-chul Choe, “Manchu Studies in Korea,” Journal of Cultural Interaction in East    

    Asia, Vol. 3 (Mar., 2012), pp. 89-101. 

15  魚叔權：《攷事撮要》，收入《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第 3 輯，子部第 10 冊（重慶： 

    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 年），頁 363-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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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朝鮮的表文後，對朝鮮譯官說道：「不須喋喋，我見此文，已知首

尾」。16相較琉球國的奏疏「詞意多疵，殆不成章」，17魚叔權顯然自豪於

朝鮮的漢文素養。 

相較於明朝，朝鮮對於近鄰的旗人並不陌生，不論是建州女真時期，

或是後來的金國18、大清國，雙方來往密切。19在文化上，朝鮮遵行漢文

化，乃傲視諸國的小中華，對於入關前尚處於部落時代，且不特別學習漢

文化的滿洲，並無好感。不僅如此，朝鮮更曾經發兵征伐女真部落。朝鮮

世祖（李瑈，1417-1468）即位後，揮軍北伐，擊敗北方的不順民族，將此

次功業結為文字，刊行《北征錄》。20由此，朝鮮眼中的明清鼎革不啻天翻

地覆的劇變。 

大清入主中原後，朝鮮使者眼前的中國呈現不一樣的風景。清書、清

語等具滿洲色彩的表徵，對朝鮮貢使而言是有別過往的異樣存在。儘管絕

大部分的朝鮮知識人不諳漢語會話，但皆能書寫漢字，且歌且賦。不倚仗

朝鮮翻譯官，朝鮮使者亦能透過筆談的方式，與中國官員交流。更遑論本

就以漢字撰寫的官方文書，對朝鮮燕行使完全不是問題。然而這種模式不

適用與旗人的交往，對朝鮮方面而言，清書、清語尚是陌生的存在。 

一六六一年，順治帝（1638-1661）駕崩，朝鮮使節趙珩（1606-1679）

正在北京。順治帝去世前幾日，使節團留宿清朝接待外賓的會同館，當時

                                                 
16  這三句引文均出自魚叔權：《稗官雜記》，收入《韓國漢籍民俗叢書》，第 1 輯第 8 冊 

    （臺北：東方文化，1971 年），頁 61-62。 

17  魚叔權：《稗官雜記》，《韓國漢籍民俗叢書》，第 1 輯第 8 冊，頁 11。 

18  關於先清時期的國號為「金」、「後金」的問題，最近的研究已透過數量豐富的證據說 

    明，國號並非「後金」，見盧正恆、黃一農：〈先清時期國號新考〉，《文史哲》，第 

    1 期（2014 年 1 月），頁 66-74。 

19  張存武曾表示：「滿清在順治元年入關前已與朝鮮關係很密切」。1644 年之前，雙方 

    來往的文書檔案，請參閱張存武、葉泉宏（編）：《清入關前與朝鮮往來國書彙編 

    1619-1643》（臺北：國史館，2000 年）。關於清入關前與朝鮮的關係，另請參閱劉 

    家駒：《清朝初期的中韓關係》（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 年）。陳捷先：〈清太 

    祖時期滿洲與朝鮮關係考〉，收入刁書仁、衣興國（編）：《中朝關係史研究論文集》 

    （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 年），頁 274-298。 

20  朝鮮世祖（命編）：《北征錄》（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藏李克堪序刊本，146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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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 

「館門比前牢鎖，外人絕不得與相通」。21後來得知皇帝殯天，以及康熙帝

（1654-1722）即將登極的消息，一行人於是進參陳賀。當他們至皇極殿前

行禮結束後，出天安門，跪聽詔書，趙珩明白表示：「清人禮官讀清書，

漢人禮官讀漢書。」22朝鮮使者已注意到詔書有滿文、漢文之別。 

不僅是皇帝駕崩的特殊時刻，宣讀詔書有滿漢之別，朝鮮使者在燕行

途中亦屢屢提及清書、清語。一六八二年出使的韓泰東（1646-1687）、韓

祉（1675-？）注意到沿路「豎碑衆多，或清書或楷字」。23韓泰東等人自

然不解滿文，他表示「或清書或楷字」，是因為他唯識得楷字，而無法曉

解的文字則是清書。此類例子甚夥，一七一二年出使的金昌業（1658-

1721）也留意到碑刻，他參訪瀋陽近郊的實勝寺時，能辨識一碑上的題

字，但對背面的清書，以及其他滿文，均不可解也。24因此金昌業雖能指認

「皇帝所書碑，左隸書，右清書也」，25卻不代表他懂滿文。朝鮮人對清書

的注意，是因為它的特異。 

一、朝堂之上 

按照慣例，朝鮮使節團入住會同館後，擇日學習宮廷禮儀，即搭配各

種口號的應對進退。進宮朝參是朝鮮使者最重要的任務，他們有機會親睹

皇顏。一行人會由負責朝堂禮儀秩序的序班帶路，如萬曆二年（1574）出

使的趙憲（1544-1592），到指定的位置後，指揮整個典禮的司儀「鳴贊」

會用漢語提醒，次序通常是唱跪、磕頭，再引去皇帝面前。26 

清承明制，以一六九○年的徐文重（1634-1709）為例，使節團代表同

樣前往鴻臚寺演儀，寺官、使節站妥定位後，寺官「以清語唱一跪三叩

                                                 
21  趙珩：《翠屏公燕行日記》，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 20 冊（서울： 

    東國大學校出版部，2001 年），頁 228。 

22  趙珩：《翠屏公燕行日記》，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 20 冊，頁 229- 

    230。 

23  韓泰東、韓祉：《兩世燕行錄》，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 29 冊，頁 

    319。 

24  金昌業：《燕行日記》，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 31 冊，頁 343。 

25  金昌業：《燕行日記》，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 32 冊，頁 133。 

26  趙憲：《朝天日記》，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 5 冊，頁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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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如是者三」，27朝鮮使節依令行事。儘管如此，朝鮮使者終究不解滿

語，於是在朝堂上如金昌業，當「臚唱清語」時，也是倚靠隨行的翻譯官

「以我音傳之」。28這種對滿洲語文的實際需要，並沒有導致朝鮮使臣普遍

學習滿洲文，他們陌生如舊。乾隆四十八年（1783），李田秀（1759-？）

隨使節團前往瀋陽，在場同樣有維持禮儀秩序的官員，然後「高聲唱臚而

皆用清語」，當時也是因為「（朝鮮）通官立班側，階前者唱臚後，以我

語翻說」，29方得行禮如儀。 

不僅朝堂典禮使用滿語，明代的朝鮮使臣魚叔權自豪的漢字奏疏，也

代以滿文撰寫的官方文書。眾所周知，朝鮮的事大表箋全是漢字，因此朝

鮮、明朝官員能夠直接筆談，通行文書堪稱「書同文」。30早在一六四一

年，朝鮮王子昭顯世子李𣳫（1612-1645）在瀋陽坐質時，已留意到「此處

近日事，清書記錄，而方令文字翻書，明日令善寫者，依此謄書送於本

國」。31當時清人尚未入關，在瀋陽的宮廷內部，流通文書全係滿文。 

滿洲入主中原，內部文書雖納入漢文，仍保留滿洲傳統。內閣設有侍

讀學士八人，職掌係「收發本章，總稽繙譯」，32其中漢本房「專司繙譯

清、漢文」。33參照朝鮮使者的觀察，金昌業強調「此邦之規，凡文書盡以

清書反譯，然後奏于皇帝」，34指出清朝官方會將各式文書翻譯成滿文，然

後上奏皇帝。一七一二年出使的閔鎮遠（1664-1736）解釋得更為清楚，當

時表文已呈送禮部，卻沒有被告知明確的入啓時程，於是委由朝鮮譯官詢

問。答案是朝鮮咨文在禮部官員檢視後，「移送內閣，以清書飜譯入啓，

                                                 
27  徐文重：《燕行日錄》，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 24 冊，頁 196。 

28  金昌業，《燕行日記》，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 31 冊，頁 441。 

29  李田秀：《入瀋記》，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 30 冊，頁 161。 

30  朝鮮外交文書的樣式與體例，請參見何新華：〈清代中國與朝鮮往來朝貢文書研究〉， 

    收入氏著：《清代朝貢文書研究》（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16 年），頁 54-129。 

31  朝鮮世子侍講院：《瀋陽日記》，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 25 冊，頁 

    574。 

32  ﹝清﹞允祹等撰：〈內閣〉，《欽定大清會典》，卷 2，《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1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頁 36。 

33  ﹝清﹞紀昀等撰：〈內閣上〉，《歷代職官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 

    卷 2，頁 41。 

34  金昌業：《燕行日記》，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 32 冊，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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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 

遲速姑未可定」。35乾隆年間的朝鮮使臣李𡊠（1737-1795）亦指出，京外

奏本，若是撰以滿文，可直接進奏，漢文、蒙文則必須翻譯後送內閣。36揭

示內閣經手的文書必須翻成滿文，不惟中國文書，「域外文書」亦然。37 

二、宮廷語言 

「滿洲氣息」之濃厚，不僅見諸燕行沿路的碑刻、匾額，以及朝貢程

序的官方文書，朝鮮使者寓居北京後、在紫禁城進謁期間，更是處處皆

然。例如，金昌業在紫禁城時，突有清朝官員至，示以小紙提醒行程，上

頭皆是清書。38康熙四十三年（1704），李頤命（1658-1722）所見會同館

提督出示的小紙，同樣是「清字小紙」。39 

一個值得討論的現象是，朝鮮使者認為在清朝宮廷裡頭的人全說滿洲

話。乾隆六年（1741），朝鮮國王與兩位曾經奉使清朝的官員有過一次問

答，乾隆二年（1737）擔任正使的李棅表示：「殿內則皆用清語。」乾隆

三年（1738）的進賀使金在魯（1682-1759）則附和道：「殿上酬酢，皆是

清語，故仕宦者，皆習清語云矣」。40他們皆曾親臨中土，入宮奉表，見聞

頗具份量。 

                                                 
35  閔鎮遠：《燕行日錄》，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 36 冊，頁 285。 

36  李 ：《燕行記事》，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 53 冊，頁 133。 

37  關於清朝公文行政的翻譯制度，及相關的社會現象，請參閱葉高樹：〈彙纂繙譯 用備 

    觀覽：譯書事業與文化溝通〉，收入氏著：《清朝前期的文化政策》（臺北：稻鄉出版 

    社，2009 年），頁 53-99。葉高樹：〈清朝的旗學與旗人的翻譯教育〉，《臺灣師大歷 

    史學報》，第 48 期（2012 年 12 月），頁 71-154。葉高樹：〈清朝的繙譯科考制度〉， 

    《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 49 期（2013 年 6 月），頁 47-136。葉高樹：〈繙譯考試與 

    清朝旗人的入仕選擇〉，《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 52 期（2014 年 12 月），頁 95- 

    132。葉高樹：〈清朝統治中國成功的代價──以八旗子弟的教育為例〉，收入汪榮祖 

    （編）：《清帝國性質的再商榷：回應新清史》（臺北：遠流出版公司，2014 年）， 

    頁 133-163。林士鉉：〈統攝百辟：旗人與清代內閣及其文書〉，收入旗人與國家制度 

    工作坊（編）：《「參漢酌金」的再思考：清朝旗人與國家制度》（臺北：文史哲出版 

    社，2016 年），頁 25-82。關於清代內閣滿文檔案的簡要介紹，請參閱吳元豐：〈清 

    代內閣滿文檔案述略〉，《滿語研究》，第 1 期（1997 年 5 月），頁 55-61。 

38  金昌業：《燕行日記》，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 32 冊，頁 106。 

39  李頤命：《燕行雜識》，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 34 冊，頁 119。 

40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承政院日記》（서울：大韓民國文教部國史編纂委員會， 

    1969 年），第 51 冊，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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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五十七年（1712）啟程的崔德中同樣指出清朝宮廷「庫中諸文

書，皆寫清書」，更強調「宮內之人，皆用清語」。41皇宮內所有成員，皆

說滿洲話，不免過份渲染。不過這三個例子也能理解為，一位完全不解滿

洲語文、熟習漢字的朝鮮知識人，加上無法聽懂漢語，在他經歷簡短但隆

重的朝儀後，確實可能放大人生僅見的滿洲特色，成為「宮內之人，皆用

清語」的斷語。 

混雜真實的見聞，以及部分誇大的描繪，清朝宮廷呈現出與大明不同

的風格。明代的朝鮮使節通常會讚嘆、共鳴大明的漢文化，例如萬曆二十

九年（1601）的李安訥（1571-1637），當他進入北京城時，感嘆道：「詩

書禮樂周風俗，道德皇王漢祖宗。萬曆太平端拱日，廣庭鴛鷺綴夔龍。」42

此類文字不復見諸清代燕行使之手，他們親睹的中國是「皇帝以清書下旨

意」，43或「漢人仕宦則輒學習清語，蓋公會則用清語，奏御文字皆繹以清

語」，44均與周風俗、漢祖宗相去甚遠。 

三、滿洲之道與保密手段 

朝鮮使臣對於此類「滿洲元素」自有見解，尤其滿洲人以異族入中

國，卻仍保持舊有習俗，維持滿洲之道，有違「入中國則中國之」的變通

處置。朝鮮知識人認為清語、清書是與中國外交最實用的工具。乾隆五十

五年（1790）出使大清的徐浩修（1736-1799）歸國覆命，與朝鮮正祖

（1752-1800）對談時，他直言：「事大中最緊切即清語」，45也就是與中

國官方交往，最重要的是滿洲語文。 

所謂「最緊切即清語」的第一個涵義，係前述所列朝鮮知識人感到陌

生又殊異的清書、清語，在朝貢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除此之外，朝鮮使

臣意識到，清書、清語也是提防不解滿洲語文者的利器。在徐浩修出使前

                                                 
41  崔德中：《燕京雜識》，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 40 冊，頁 85。 

42  李安訥：《朝天錄》，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 15 冊，頁 188。 

43  俞拓基：《瀋使還渡江狀啓別單》，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 38 冊， 

    頁 160。 

44  徐長輔：《薊山紀程》，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 66 冊，頁 569。 

45  徐浩修：《熱河紀遊》，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 52 冊，頁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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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一七七八年，朝鮮最高行政首長領議政金尚喆（1712-1791）曾與

朝鮮正祖有過一次談話。當時使節團甫歸國不久，對話全圍繞著使行事

務；朝鮮正祖問道：「清學緊於漢學耶？」詢及滿洲話是否比漢語重要。

儘管金尚喆表示：「通語之際，漢學為主。彼人酬酢，皆用漢語矣」顯見

朝鮮使者與中國官員溝通時，主要仍是漢語為主，這應該包含朝鮮漢譯

官，以及兩國官員間的筆談。值得注意的是，在旁的徐命善（1728-1791）

提醒道：「聞彼人於酬酢要緊處，皆用清語云」即在重要的關鍵處，清朝

官方會以滿洲語文溝通。46 

徐命善的發言引領吾人從另一個面向審視「滿洲語文」對朝鮮的意

義。一七八三年奉使瀋陽的李田秀，細緻地說明清語的保密、實用、緊要

性，他表示（底線為作者所加，以下同）： 

清人生長中國者，自兒時皆以漢語成習，而國法為其不忘本俗，

故自皇帝以下，無不學清語。至於奏御之文，皆翻清而進之。宣

表之類，亦翻清而讀之。我人在側之時，如有機密不欲泄者，則

又皆以清語相話。清語之為重如是，故我國近亦多能語者，今行

中玄啓百、尹春咸皆善說之，玄則再與皇帝打話。47 

李田秀認為，乾隆晚期的旗人生於中國，自小學習漢語，清朝官方為不忘

本俗，於是從皇帝以下，無不學習清語。最重要的是，當朝鮮人在清朝官

員旁邊時，為保密防諜，他們會換用滿洲話溝通。其次，李田秀表示朝鮮

翻譯官如中玄啓百、尹春咸皆善清語，遂能與皇帝對話。朝鮮譯官通常是

中人出身，擔任正使、副使、書狀官的士人，以及隨行的子弟軍官大抵是

兩班出身，並不通滿文，此等工作都委於譯官。 

同樣的情況出現在軍事機密方面，乾隆皇帝（1711-1799）曾幾次提醒

滿洲將領，應以滿文撰寫奏摺。例如乾隆十一年（1746）下諭旨給時任西

寧辦理青海番子事務之副都統的莽古賚（？-1785）、駐藏辦事之副都統的

                                                 
46  該次談話出自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正祖實錄》，卷 6，《朝鮮王朝實錄》，第 45 

    冊（서울：國史編纂委員會，1958 年），頁 65，「正祖二年九月丙辰」條。 

47  李田秀：《入瀋記》，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 30 冊，頁 390-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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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清（？-1750），明言： 

爾等陳奏事件，莽古賚每次俱用漢摺，傅清亦間用漢摺。

〔……〕。今莽古賚、傅清係滿洲大臣，且係辦理蒙古、唐古忒

事務，所有事件理應用清字奏摺。伊等竟仿效外省大臣用漢字奏

摺，殊屬非是。著飭行，嗣後奏事俱著繕寫清字奏摺，並寄諭眾

佛保知之。48 

乾隆十九年（1754）亦云：「所有關係軍機事件，俱用清字具奏。」49顯然

不論是朝堂上的討論，或事涉軍機的情報，清朝官方有意識地利用滿洲語

文，一定程度起到保密防諜的效果。 

至此，本文大抵梳理滿文、滿語如何在明清鼎革之後，如何進入朝鮮

使者的視界。他們特別留意眼前不可解的「有字天書」，使節團的上層官

員卻從未竭力克服語言障礙，學習清書、清語，即便他們均承認滿洲語文

遍佈四處。換句話說，此類觀察清書、清語的文字大多出自不通漢語口

說、不懂滿文的朝鮮士人。再者，滿洲語文不僅是一種傳統習俗，對於朝

鮮貢使而言，這同時也是一種保密語言。揆諸朝鮮知識人與中國交往的歷

史，間或有熟習漢語者，但掌握滿洲語文者，即使存在這樣的案例，也絕

對不是普遍的現象。以下，本文將基於上述關於滿洲的觀察，在確立朝鮮

人所見的滿洲意象後，析論朝鮮使節眼中的「滿漢關係」。 

參、 想像與真實之間：漢人或朝鮮人的滿漢之爭？ 

為了辨析燕行文獻關於「滿漢」的史料，本文此前探究朝鮮使者是在

甚麼樣的情況下注意清書、清語。朝鮮使者涉及滿漢關係的記錄，時常牽

涉到清書、清語。分析滿漢關係的記述，必須儘量涵括相關記錄，才能在

                                                 
48  ﹝清﹞慶桂、董誥等（纂修）：《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 

    卷 258，頁 334，「乾隆十一年二月上」條。 

49  ﹝清﹞慶桂、董誥等（纂修）：《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465，頁 1027，「乾隆十九 

    年五月下」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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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自的文脈中掌握朝鮮使者的用意與所指。 

如前所述，朝鮮對滿洲無甚好感，文化上獨尊中國，軍事上又曾出師

討伐，加上大明協助平定壬辰倭亂的恩情，使得朝鮮在一六四四年以後思

念明朝的文化風潮久盛不衰。即便清朝日漸富強，朝鮮的敵意依舊。直到

一七八○年，朝鮮使者朴趾源（1737-1805）仍表示朝鮮國內的讀書人「為

中國復仇刷恥之心，豈可一日而忘之哉！我東士大夫之為《春秋》尊攘之

論者，磊落相望，百年如一日，可謂盛矣」50可為明證。 

朴趾源筆下的朝鮮士大夫，高唱攘夷之義，自甲申以降，百年如一

日。他們特別注意旗人的種族特徵，多所揣摩他們的心理性格，不乏負

面、扭曲之詞。例如李宜顯（1669-1745）認為：「清人大抵豐偉長大，而

間有面目極可憎者，羶臭每多襲人，言辭舉止，全無溫遜底氣象。」51強調

旗人的體型高大，有些則面目醜惡，且體臭濃郁，可說是毫無文化的形

象。相形之下，漢人則「外貌亦稍端正」，52顯然評價較旗人好。 

朝鮮使者區隔滿漢的標準繁多，康熙五十九年（1720）出使的李器之

（1690-1722）指出「大抵清人多質，漢人多詐」，53表示旗人較質樸，而

漢人狡詐。然而外貌上豐偉，面目是否可憎，其實極為主觀。再者，燕行

使大多處在移動狀態，結交中國朋友時間不夠充裕，滿洲與漢人「誰質誰

詐」的斷語，也應有所保留。重點是此類設問其實都映照出朝鮮人始終認

定旗人、漢人之間異多於同。 

滿漢之間自然不是樣樣趨同，例如婚喪喜慶各有辦法。洪大容（1731-

1783）燕行期間曾聽聞，八旗漢軍的嫁娶儀式，與八旗滿洲不同，這是舉

目立見的文化差異。54不過這種風俗上的差別，卻也可能成為朝鮮知識人的

疑惑：他們意識到滿洲與漢人的差異，不禁追問何以「清人既尊尚中土之

                                                 
50  朴趾源：〈馹汛隨筆〉，《熱河日記》（上海：上海書店，1997 年），卷 2，頁 61。 

51  李宜顯：《庚子燕行雜識》，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 35 冊，頁 460。 

52  李宜顯：《庚子燕行雜識》，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 35 冊，頁 461。 

53  李器之：《一庵燕記》，收入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成均館大學東亞學術院大東文化研 

    究院（編）：《韓國漢文燕行文獻選編》，第 13 冊（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 

    年），頁 113。 

54  洪大容：《湛軒燕記》，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 42 冊，頁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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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文，而不變滿洲之舊俗？」55他們的價值以漢文、中國（明朝）為主體，

自然認為漢人不學習滿洲話，不是因為能力有限，而是不樂為也。56既然認

定滿漢有別，便視清廷的種種作為深含維持舊俗的用心，如崔德中云： 

宮內之人，皆用清語，第皇帝雖知一國內兩音兩書之難行，若捨

清全漢，則他日敗出之後，更行必難。故守其本而不禁漢，自然

年久而成習，人多行清音書，其人之遠慮可知。57 

十七、十八世紀的朝鮮國王、官員認為，清人可能因為內亂、蒙古叛變，

導致敗亡出走。58朝鮮方面的解釋是清朝隨時有傾覆之危，維護滿洲風俗是

保留後路。在崔德中的認知裡，旗人一直戒備漢人，而這正是不放棄清語

的原因。這種「滿漢分離」、滿人控制漢人、滿人提防漢人的觀點，一直

是十七、十八世紀朝鮮知識人理解清代中國的重要概念。 

姑且不論是否符合史實，揆諸朝鮮燕行使的中國見聞，滿漢分離的敘

事方式極為常見。雍正二年（1724）的權以鎮（1668-1734）提及： 

康熙之末，紀綱已壞，〔……〕，漢人與清人常立黨，相惡相

憎，康熙雖調停，而漢人見我人，全談清主之惡，見清人來則默

而起去云。59 

再參以乾隆四十二年（1777）的李𡊠，他的說法更凸顯這種意識： 

蓋中州陸沉，今幾百年，（明朝）王澤已竭，（明）遺民盡亡，

雖未知其盡有思漢之心，而被髮左袵，漢人尚以為恥。且清人之

待漢人，反不如奴隸及諸國之人，收用之典、用權之道，與清人

                                                 
55  朴趾源：〈審勢編〉，《熱河日記》，卷 4，頁 219。 

56  金昌業：《燕行日記》，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 31 冊，頁 289。 

57  崔德中：《燕京雜識》，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 40 冊，頁 85-86。 

58  朝鮮方面的「寧古塔敗歸說」請參閱李花子：〈17、18 世紀朝鮮對清的危機意識及其 

    克服〉，收入氏著：《清朝與朝鮮關係史研究──以越境交涉為中心》（延邊：延邊大 

    學出版社，2006 年），頁 232-247。 

59  權以鎮：《燕行日記》，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 35 冊，頁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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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別。有戰則驅漢軍於先鋒，必置死地，戰勝則漢軍之賞最薄。

其他凡百，無事不然，漢人又安得心服也？60 

按照李𡊠的觀察，當時距離明朝滅亡（1644）百有餘年，但漢人因為服制

的關係，引以為恥。再者，旗人薄待漢人，因此漢人不心服。 

綜觀燕行文獻關於滿漢的記述，吾人應注意到朝鮮使者時常強調少數

民族（滿洲）統治多數民族（漢）的現狀，以及漢文化與滿洲文化的不協

調，或者可稱為統合失敗。上述的記載，能夠直接視為中國史料，分析當

時漢人與滿人的矛盾、隔閡，或是種族意識嗎？以下，分別從史實、文獻

的角度深論，考辨燕行文獻的問題。 

一、檢核見聞 

朴趾源曾表示： 

所謂軍機大臣，皆滿人也。嘗聞國中有機密大事，則皇帝密詔軍

機大臣，同登高樓，自下去梯，聞樓上鈴聲，然後還置其梯。雖

數日未聞鈴聲，則左右無敢近樓。61 

首先，軍機大臣皆為滿人，有違史實，張廷玉（1672-1755）、徐本（？-

1747）、蔣溥（1708-1761）都是漢人，先後入職軍機處。其次，皇帝與軍

機處大臣商議國事，通常選擇在養心殿，或是於內廷宮殿召見大臣，實無

「去梯保密」之事。朝鮮使者對於去梯保密的想像，應本於《三國演

義》，即劉琦（？-209）請求諸葛亮（181-234）如何保密的橋段。62 

循著檢證史實的思路，一個值得注意的案例是成書於乾隆五十八年

（1793）的《燕行備覽》，63該書是目前所見的「燕行教科書」之一，64或

                                                 
60  李 ：《燕行記事》，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 53 冊，頁 138。 

61  朴趾源：〈銅蘭涉筆〉，《熱河日記》，卷 5，頁 370。 

62  ﹝元﹞羅貫中：〈荊州城公子三求計 博望坡軍師初用兵〉，《三國演義》（臺北：三 

    民書局，1989 年），第 39 回，頁 243。 

63  該書現藏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東亞圖書館，長 26.5 公分，寬 16.6 公分，索書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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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稱為「中國旅行指南」，迄今未見相關研究。《燕行備覽》本為作者端

居子（真名待考）前往北京前，自行採摭編纂的參考書。作者蒐羅諸多相

關官方文書，以及之前的燕行文獻，期盼能夠「資後學之憑信」。本書詳

載路程遠近、沿路停留地點的歷史淵源，以及各種注意的事項。這本近似

教科書地位的文獻，對那些準備出使，以及對中國感興趣的朝鮮知識人，

提供一套行前參閱的「中國現況報告」。 

《燕行備覽》是經過有意識地選擇，在十八世紀末期編纂而成的產

品。儘管本書為寫本，不宜誇大此書的影響力，然其間關於「滿與漢」關

係的討論，或可反映當時的看法。例如，前述朝鮮人假定清朝可能敗亡，

出逃寧古塔、瀋陽的看法，《燕行備覽》云：「今則清人方據中土，故關

東始無事變。萬一清人窘迫迸出而據之（瀋陽），〔……〕，必將最先於

我國」可謂如出一轍。 

滿漢關係方面，該書表示，康熙、雍正兩朝「滿漢角立已久」，康熙

時對待滿漢尚一視同仁，「乾隆以來待遇滿漢，顯有彼此之殊」，漢官只

是「充位而已」，於是「滿漢之讎源轉甚」。65端居子的論據是： 

皇太后周甲頒赦後，滿漢之在官者，各加一級。滿官則毋論已到

住（任）、未到任，書許加級。漢官則未到任者，不許加級。以

此觀之，待滿漢之懸殊，亦可推之。 

                                                                                                                         
    3078.2.3102，作者署名端居子。首頁題「己酉七月二十五日始作」，序的落款時間是 

    「歲昭陽赤奮若」，昭陽赤奮若即癸丑年。觀全書上下文，如「乾隆以來」、「近年以 

    來」，應指 1793 年。又，該書末附上〈安南國王阮光平謝恩奏文〉，阮光平（即阮惠， 

    1753-1792），同樣符合 1793 年的判斷。換言之，該書從 1789 年起草，1793 年成書， 

    歷時 4 年。該書可於「高麗大學海外韓國學研究中心」線上瀏覽。《燕行備覽》不著頁 

    碼，以下引文均出自該書。 

64  另一本為復旦大學王振忠在法國法蘭西學院發現的《燕行事例》。筆者目前尚未見到本 

    書出版，王振忠也尚未出版研究成果。相關訊息請參閱廈門大學民間歷史文獻研究中心： 

    「『海洋與中國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演講集萃（三）」，https://crlhd.xmu.edu.cn/201 

    9/0412/c11776a366577/page.htm，檢索時間：2019 年 8 月 16 日。 

65  按照慣例，使行團的書狀官、譯官歸國後，會向國王提交報告書，稱使臣別單、譯官手 

    本、聞見錄，其他成員也可提交別單。這段話顯然摘自乾隆十六年申思建提交的報告， 

    這證明作者端居子確實參考許多燕行文獻，包含部分提交官方的別單。這段話見鄭昌順 

    等（編纂）：《同文彙考》，第 12 冊（臺北：珪庭出版社，1980 年），頁 791-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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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指的是乾隆帝（1711-1799）的生母孝聖憲皇后（1693-1777）六十大壽

事。乾隆十六年（1751），孝聖憲皇后將屆六十周甲之慶，端居子根據清

朝官方文書，指出當時清廷大赦天下，各級加官進爵。滿漢之在官者，各

加一級，且滿官尚未到任者，特許加級，漢官則無。 

清廷為孝聖憲皇后祝壽的儀式及相應的加恩，俱可考諸《清實錄》。

乾隆十六年十一月，為祝壽事，確實「在京滿漢文武大小官員，俱各加一

級」，除此之外還特別開示： 

內外官員有因公詿誤、革職留任者，該部查明奏請開復。 

凡試職各官、俱准實授。66 

在這則布告中，確實也特別賞賜八旗官兵，但大體而言均涵蓋滿漢，如昭

示「滿漢文武大小官員」，俱升一級。至於「內外官員」、「凡試職各

官」，顯然前者區別的是在京官員與地方官員兩個系統，後者則是候補官

員皆符合條件，與端居子指稱的「滿漢之懸殊」不同。 

《燕行備覽》又云，清朝皇帝擁天子之號，入主中國後理當視滿漢為

一體，「當一視滿漢無有區別」，然而「立國之初，先分彼此之限，主客

已辨」。這種差異反映在法律上，居然出現「滿殺漢民，五償其一種，賦

役皆有差等」，旗人殺害漢人，擁有換刑的特權。端居子的重點一如前述

文獻，是區隔滿洲統治者與其他族群，並強調其他族群受制於旗人的狀

況。其次，旗人殺害漢民，除死罪外得以換刑，這本是利用漢俗舊制，卻

在朝鮮眼中成為滿洲特權的鐵證，凸顯兩造的不平等。67儘管從清初以降，

滿洲殺漢得以換刑的情況迭有轉變，也得以從法制史的角度詮釋其合理

性，但重點是朝鮮使者在中國的訪查，將看似司法不公現象，轉成滿洲凌

駕漢人的依據。在這樣的脈絡下，「滿人多富逸、漢人多愁苦」，甚至指

出「道上流丐總是漢民」，均成為合情合理的斷語。 

                                                 
66  ﹝清﹞慶桂、董誥等（纂修）：《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403，頁 300，「乾隆十六 

    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戊子」條。 

67  關於滿漢之間的刑法是否公平，以及清朝統治者如何調節制度，符合民情的歷程，請參 

    見鹿智鈞：《根本與世僕：清朝旗人的法律地位》（臺北：秀威資訊，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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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句話說，《燕行備覽》以及本文上述引用的燕行文獻，顯現朝鮮使

者在概念上時常分離滿漢，有意無意間塑造滿洲欺凌漢人的形象。在這樣

的背景下，清朝皇帝自然醜陋無文，政治不安，而漢人時時刻刻亟欲奮起

革命。於是一六七七年，朝鮮使者權大載（1620-1689）向朝鮮肅宗報告，

康熙帝常與侍衛共浴於太液池，游泳為戲，乃至「人不知何者為皇帝」，

又云「皇帝只知清書，不解文字，故凡于文書，漫不省何事，一任該部之

低昻云，是安能久有天下乎？南方事情，雖未能詳知，而國內形勢，似不

得長久矣」。68根據權大載的觀察，康熙皇帝只懂滿文，不解漢字，放任政

事糜爛，直有亡國之危。69 

權大載的偏見是燕行使者慣常的說法，及至雍正十年（1732），韓德

厚（1680-？）的觀察仍是「彼中事勢有不久之形。清人入主中國已近百

年，以其運則將窮矣。昇平既久，朝野狃安，窮奢極欲，靡有限節」。70不

過這個朝鮮使臣向國王屢屢聲稱危在旦夕的國度，儘管乾隆年間仍被視為

「外似昇平，內實蠱壞，以臣所見，不出數十年，天下必有大亂」，71卻始

終沒有立即覆滅。由此顯見《燕行備覽》及十七、十八世紀的燕行文獻，

每當涉及滿洲、清朝的描述，時常陷入一種負面的循環論述。 

透過比較燕行文獻與清朝史料，特別是集中在滿洲，以及滿漢關係

上，燕行文獻的特色極為明顯。首先，朝鮮知識人的見聞並不全錯，通常

是基於部分的事實，進而引申己見。例如，清廷確實曾為孝聖憲皇后祝

壽，頒詔加恩；軍機處辦事人員確實大部分為滿人；康熙皇帝也確實懂得

滿文，但揆諸使者的報告，著實存在見縫插針、加油添醋之嫌。 

按照前述崔德中的見解，清朝皇帝維持滿洲語文，目的是「守其

                                                 
68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肅宗實錄》，卷 6，《朝鮮王朝實錄》，第 38 冊，頁 368， 

    「肅宗三年九月庚寅」條。 

69  權大載對康熙皇帝的觀察，自然與事實不符。事實上康熙皇帝曾數次告誡滿洲官員勿沾 

    染漢俗（習），相關研究請參閱葉高樹：〈清初諸帝統治「中國」的危機意識〉，收入 

    朱鴻、林麗月等（編）：《明清政治與社會：紀念王家儉教授論集》（臺北：秀威資訊， 

    2018 年），頁 99-149。 

70  韓德厚：《承旨公燕行日錄》，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 50 冊，頁 93。 

71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英祖實錄》，卷 58，《朝鮮王朝實錄》，第 43 冊，頁 117， 

    「英祖十九年十月丙子」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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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若「他日敗出之後，更行必難」。崔德中出使的時間係乾隆五十七

年（1792），他可能像其他燕行使一樣，啟程前先蒐羅參考資料，如性質

類似《燕行備覽》的行前手冊與其他使臣的日記，受到他們的影響。乾隆

十九年（1754）的燕行使俞拓基（1691-1767）在瀋陽時，乾隆帝曾「以清

書下旨意」，內容大略是「盛京即我國根本興起之地，關係至重且要」，72

崔德中可能見過類似的文書，藉此類記述抒發己見。 

其次，朝鮮燕行使在乾隆年間之前，鮮有機會與清朝中階、高階士大

夫交流，因為所見不多，他們容易基於原有的偏見，放大見聞的效力與意

義。雍正二年（1724）權以鎮表示：「漢人見我人，全談清主之惡，見清

人來則默而起去云」，頗為聳動。權以鎮同樣將中國見聞按「滿漢」區

別，但未能從他的記錄中探知「清主之惡」的內涵。然而，對燕行文獻稍

有概念者皆知，朝鮮使臣並不忌諱寫下此類漢人口中的「清主之惡」，權

以鎮沒有必要忌諱留下相關記錄，這毋寧又是一種誇大的詮釋，而不是白

紙黑字的實錄。 

二、不斷因襲的燕行文獻 

利用燕行文獻的另一問題，係出現「雷同」、「抄襲」前人著作。一

九六七年，中研院近史所張存武（1929-）即表示，《燕行錄》雖然不少正

面價值，「短處也有四點」，其中之一是「有些紀事並非聞見之作，而係

展轉抄錄前人者，其史料價值甚微」。73惜當時張存武並無舉例說明，後南

京大學的張伯偉（1959-）、成均館大學的金玲竹曾深入討論此現象，74張

                                                 
72  俞拓基：《瀋使還渡江狀啟別單》，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 38 冊， 

    頁 160。 

73  張存武：〈介紹一部中韓關係新史料──《燕行錄選集》〉，《思與言》，第 4 卷第 5 

    期（1967 年），頁 42。 

74  張伯偉：〈名稱‧文獻‧方法──關於「燕行錄」研究的若干問題〉，收入氏（編）： 

    《「燕行錄」研究論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16 年），頁 3-26。金玲竹（김영 

    죽）：〈연행 體驗기록의 慣行과 그 매커니즘（中譯：燕行體驗記錄的慣行與其機 

    制）〉，《漢文古典研究》，第 34 卷（2017 年），頁 265-304。張伯偉則指出，這種 

    失實的問題普遍見諸東亞行紀文獻，牽涉到各種狀況，如前後抄襲、觀看態度與文學競 

    賽的因素，克服的唯一途徑就是「全面、系統地閱讀史料」，見張伯偉：〈東亞行紀 

    「失實」問題初探〉，收入氏著：《東亞漢文學研究的方法與實踐》（北京：中華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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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偉以萬曆二年（1574）許篈（1551-1588）的《荷谷朝天錄》為例，指出

金昌業《老稼齋燕行日記》、崔德中《燕行錄》、李海應（1775-1825）

《薊山紀程》、金景善（1788-1853）《燕轅直指》，皆有技巧地引用過該

書，且部分沒有註明出處。張伯偉的評論是，若研究者沒有這層意識，或

許會發生一些「離奇訛誤」的事情。 

朝鮮使節抄襲前人的作品，須考量到他們在出發前通常會參考之前的

使行記錄，以及使行的路線、入北京後的儀式，基本上變化不大。使者為

求簡便，直接抄錄之前的記述，事理當然。僅以《燕行錄全集》為例，收

錄三百餘種的作品，精裝一百冊巨帙，鮮有人全部通讀。大部分的使用者

多擇與研究興趣相近者翻看，難以掌握文本的史源，乃至判斷是否抄襲。

關於滿洲、清語、清書的材料同樣存在這樣的問題，以下按照年代排序，

以金昌業為例，析論燕行文獻的問題： 

（一）康熙五十一年（1712），金昌業 

清人皆能漢語，而漢人不能為清語，非不能也，不樂為也。然不

能通清語，於仕路有妨，蓋闕中及衙門皆用清語，奏御文書皆以

清書繙譯故也。閭巷則滿漢皆用漢語，以此清人後生少兒多不能

通清語。皇帝患之，選年幼聰慧者，送寧古塔學清語云。75 

（二）乾隆十四年（1749），俞彥述 

清人能漢語，而漢人則不能為清語，非不能也，蓋不欲為也。

以其閭巷之間，恒用漢語，故清人後生小兒，多不通清語。清

主患之，選其年幼者，送于寧古塔學習清語云。76 

（三）乾隆四十二年（1777），李  

                                                                                                                         
    2017 年），頁 234-269。 

75  金昌業：《燕行日記》，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 31 冊，頁 289。 

76  俞彥述：《燕京雜識》，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 39 冊，頁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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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蒙人則皆用漢語，漢人則不用清語。而然闕中及衙門，則

必令用清語，故漢人之出於仕路者，不得不學習清語云。77 

（四）道光十二年（1832），金景善 

清人皆能漢語、漢書，而漢人不能滿語、滿書。故凡闕中衙門機

密事皆用清語，奏御文字皆以清書繙繹。閭巷則滿漢皆用漢語，

故滿人後生多不解清語，皇帝患之，每選年幼聰慧者，送寧古塔

學滿語云。78 

（五）道光二十八年（1848），李有駿 

大抵清人皆能漢語，而漢人不能清語。閭巷則無論清漢皆用漢

語，以此，清人後生能清語者絕少。每選年幼聰慧者送置寧古塔

學清語。79 

筆者尚無法找到比金昌業更早的例子，雖不能排除金昌業抄襲某位使者的

可能性，姑且先將金昌業視為首位撰寫者。上述五段文字，始於一七一二

年，終於一八四八年，橫跨一百三十六年。通觀他們的見聞，可以認定後

四人全都直接抄錄，或改寫自金昌業的記述。金昌業的重點有二：其一，

旗人會說漢語，漢人卻不懂滿洲話，這不是漢人能力不足，而是不樂為

之。其二，清朝皇帝擔憂旗人不懂清語，於是揀選年幼聰慧者至寧古塔學

習。 

根據《清實錄》，筆者未能找到清朝皇帝派遣旗人前往寧古塔學習清

語的事例。恰好相反，嘉慶帝（1760-1820）還曾斥責東三省出身的官員

「不能清語」，因為「東三省係我朝根本之地，清語即如鄉談，原應不學

而能，乃竟有不曉清語之人，想東三省似此者尚復不少」。80至少在嘉慶八

                                                 
77  李 ：《燕行記事》，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 53 冊，頁 76。 

78  金景善：《燕轅直指》，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 72 冊，頁 345。 

79  李有駿：《夢遊燕行錄》，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 7 冊，頁 41。 

80  ﹝清﹞曹振鏞等（纂修）：《清仁宗睿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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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803），不宜誇大東三省出身者的語言能力，以及當地維持清語風俗

的狀況。金昌業認為年幼聰慧者送至寧古塔，或許是假定東北係大清龍興

之地，舊俗維持得宜。 

再者，關於漢人不樂學習清語，以及漢人少有通清語者，則可能是聽

聞清廷力勸學習滿洲語文的命令。最重要的是，這種基於康熙年間的金昌

業身上的論斷，是否能直接應用到後面四者的歷史狀態。研究者倘不經考

索，逕自引證，指稱「皇帝患之」，此皇帝為誰？不解清語的時間為何

時？皆會因為缺乏文獻學的分析，驟失論述效力。 

肆、 燕行文獻的問題與可能的解決方法 

燕行文獻部分記載失實，且抄襲前人著作的問題，係所有史料都必須

面對的挑戰。本文析論此類事例的用意，絕非主張「不能使用燕行文獻」

研究中國史。重點是面對晚近大規模影印問世的域外文獻，中國史學者需

要針對不同的課題，建立甄別、審酌的方法。僅以關於滿洲的記述為限，

筆者認為具體可資操作的標準有三，一是關注朝貢事務性的記載，避免有

太多價值判斷的觀察；一是注重筆談材料，尤其是雙方交往密切者，而最

可行的方式莫過於「類纂」。以下簡要地舉例討論。 

一、朝貢事務性記述 

清代的官方文書使用滿文，朝堂上的唱班說滿語，這對嫻熟漢文的朝

鮮燕行使而言格外特別。透過本文伊始呈現的朝堂畫面，能發現朝鮮使者

細心地記錄所見所聞的滿洲語文；此類在朝貢事務中親睹的狀況，通常是

如實直書，少有綜合性的評語，尤其是清朝、朝鮮雙方互動的細節。審視

朝鮮貢使在宮廷與清朝官員乃至皇帝的互動，得以呈現清朝方面對滿洲特

性的重視。例如，清朝皇帝接見朝鮮使臣時，時常且樂於說滿洲話。金昌

業一行人在朝堂上曾與康熙帝對談，雙方本是倚靠漢語譯官交流，但康熙

                                                                                                                         
    113，頁 501，「嘉慶八年五月九日」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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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卻突然說起滿語，朝鮮使者一頭霧水。81 

乾隆帝的興致比起乃祖更高，他曾幾次嘗試對朝鮮貢使說滿語，朴趾

源等人就曾與乾隆帝有過以下的近身接觸： 

皇帝問：「國王平安？」使臣謹對曰：「平安。」皇帝又問：

「有能滿洲話者乎？」上通事尹甲宗以滿話對曰：「略解。」皇

帝顧視左右而喜笑。82 

乾隆帝在慰問朝鮮國王平安後，問道是否有能說滿洲話的人，一旁的清譯

尹甲宗以滿語回應「略解」，皇帝帶著笑意，看著四周的人。此處的「左

右」是清朝官員，且很可能是旗人。而乾隆皇帝顯然很滿意這個回答，樂

於聽朝鮮使臣說滿洲話。 

儘管之後的幾個事例，朝鮮使臣都沒能適時帶上清譯，但仍可略窺乾

隆皇帝在接見朝鮮使臣時，熱衷使用滿洲話。乾隆五十五年（1790）出使

的徐浩修回國覆命時，朝鮮國王引見徐氏於重熙堂，問道：「皇帝與卿等

酬酢時，誰為傳語？」徐浩修表示是譯官。又云皇帝再次召見時「問有

清、蒙語者？」徐浩修一行人未帶清語翻譯官，遂不了了之。 83隔年

（1791），金士龍（生卒年不詳）遭遇同樣的景況，乾隆皇帝再次問及

「使臣知清語乎？」84金士龍一行也因為清譯沒有隨同參謁，遂無下文。觀

諸上述幾例，康熙帝、乾隆帝在朝堂上與朝鮮使者互動時，頗希望能用滿

語對談，這均是不見諸中國史料的記載。 

若將焦點擺脫清宮，轉而關注朝鮮使者在宮外與旗人的互動，尤其是

筆談交流的文獻，同樣能發現關於旗人的記述。筆談史料當然也可能造

                                                 
81  金昌業：《燕行日記》，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 32 冊，頁 46。載言： 

    「帝有所云云，而俱是清語，不可曉。」 

82  朴趾源：〈太學留館錄〉，《熱河日記》，卷 2，頁 138。這段對話同樣見國史編纂委 

    員會（編）：《正祖實錄》，卷 10，《朝鮮王朝實錄》，第 45 冊，頁 183，「正祖四 

    年九月十七日壬辰」條。 

83  這段徐浩修與朝鮮國王的對答出自徐浩修：《熱河紀遊》，收入林基中（編）：《燕行 

    錄全集》，第 52 冊，頁 269-271。 

84  金士龍：《燕行日記》，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 74 冊，頁 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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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但與滿洲相關的文字，通常在不涉及價值判斷的部分，可信性較高。

洪大容在瀋陽曾與一位周姓塾師筆談，他表示：「關東水土硬，肉食太

重，子弟聰明者少而昏魯者多，不以念書為事。秪以清書、滿洲話求取功

名，最易又快」。85遼東一帶，文教不興，滿洲子弟只以清書求取功名為

念，因為得效最速。洪大容所見一位瀋陽府學助教永壽，他的長子略解漢

字，「惟讀滿洲四書，以待考試」，86凡此頗有助吾人理解旗人繙譯科考的

實態。 

二、筆談史料 

分析清代的滿、漢關係，筆談材料雖在先天上欠缺綜合性的評述，但

適當地運用其特色，即當下的反應互動，能獲致更接近漢人內心的證詞。

首先必須意識到，漢人在與朝鮮使者筆談時，極其謹慎；朴趾源的觀察是

「雖尋常酬答之事，語後即焚，不留片紙」，這源於清朝的高壓統治，於

是普遍所見不外乎「開口稱頌、舉筆諛佞」。87這基本上說明何以燕行文獻

少見漢人批評時政，並凸顯在交往密切的情況下，跨越時禁的言說格外真

實。洪大容與杭州三士的交往，88適足以考察時人如何理解滿漢關係。 

洪大容與清朝儒生嚴誠（字力闇，1732-1767）、潘庭筠（字蘭公，

1742-？）最善。當雙方談及音樂，嚴誠曾評論：「北音雜以胡樂，皆是金

石噍殺之聲。即塗抹之」，89認為北方音樂雜揉胡樂，均為殺伐之聲，後很

快意識到這樣的文字不妥，立刻塗黑。洪大容曾詢問潘庭筠，乾隆皇帝意

欲廢后之事，潘氏的回應是：「我朝家法無廢立事。且皇太后有聖德，故

                                                 
85  洪大容：《湛軒燕記》，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 42 冊，頁 194。 

86  洪大容：《湛軒燕記》，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 42 冊，頁 158。 

87  朴趾源：〈黃教問答〉，《熱河日記》，卷 3，頁 165。 

88  關於洪大容與中國儒生的交往，被學界視為交往最密切的案例之一。相關研究請參閱金 

    泰俊：《洪大容評傳》（서울：民音社，1987 年）。金泰俊：《虚学から実学へ──   

    18 世紀朝鮮知識人洪大容の北京旅行》（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8 年）。孫衛國： 

    〈朝鮮燕行士人與清朝儒生──以洪大容與嚴誠、潘庭筠、陸飛交往為中心〉，收入氏 

    著：《明清時期中國史學對朝鮮的影響：兼論兩國學術交流與海外漢學》（上海：上海 

    辭書出版社，2009 年），頁 157-187。 

89  洪大容、李德懋：《乾淨衕筆談 清脾錄──朝鮮人著作兩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2010 年），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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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以無事。滿人阿永阿極諫幾死，漢人無一人敢言者。可愧！」90洪大容並

補充潘庭筠此時「隨書隨裂，舉措慌忙」，表明此番評論是無意間說出

的。潘庭筠遺憾漢人官員無一人敢言，對照滿人刑部侍郎阿永阿，他顯然

是將漢人、滿人官員各自作為一個群體。 

潘庭筠的乾爹是旗人，時任戶部筆帖式，91很難說潘氏是一位「種族主

義者」。不過他對於漢官無作為的憤恨，以及無意間透露的滿漢意識應非

虛詞，這揭示平時相處融洽的滿與漢，隱約仍有一條跨不過的界線，只有

在情緒充滿張力的狀況下，方才浮現。在大清入關前，漢人與滿人的差異

顯而易見，因為髮服全然不同。潘庭筠此類知識人熟讀典籍，皆知中國傳

統的服飾與當時的服制不同，儘管潘氏曾引用聖諭：「如效漢習，諸事便

怠惰，忘騎射，少淳朴，失禮度」，表示「是以我朝聖聖相傳，不效漢人

衣制」。92然而在洪大容言詞懇切地勸說下，期盼嚴、潘二人未來為官，當

恢復漢衣冠；潘雖然委婉地稱「未必為官」，卻也應允「不敢忘」，93可見

他明瞭滿、漢之間的差異。 

另一個例子是朴趾源與清朝舉人王鵠汀的筆談。他們討論「衣冠之

制」時，有一段涉及纏足，朴趾源先介紹朝鮮之法，王舉人接著答道：

「本朝禁令至嚴，終禁他不得，蓋男順女不順也」朴趾源認為女子纏足

後，步行不便，為何要特別維持？鵠汀應道：「恥混韃女」，隨即抹掉這

句話，又寫下「抵死不變也」94王鵠汀的回答是極其珍貴的線索，首先「男

順女不順」，又云「男降女不降」指的是男子順從清朝，剃頭辮髮、女性

抵抗，維持裹腳，這種具有族群外觀性的區隔，曾在晚清成為革命口號，

是具備種族性質的話語。95重點是鵠汀認為女性應抵死不變、「恥混韃

女」，他的順是「順服清朝」，他的恥是恥混滿洲女性，這均凸顯滿漢之

間的迥然有別。 

                                                 
90  洪大容、李德懋：《乾淨衕筆談 清脾錄──朝鮮人著作兩種》，頁 69。 

91  洪大容、李德懋：《乾淨衕筆談 清脾錄──朝鮮人著作兩種》，頁 101。 

92  洪大容、李德懋：《乾淨衕筆談 清脾錄──朝鮮人著作兩種》，頁 102。 

93  洪大容、李德懋：《乾淨衕筆談 清脾錄──朝鮮人著作兩種》，頁 103。 

94  朴趾源：〈太學留館錄〉，《熱河日記》，卷 2，頁 132。 

95  夏曉虹：〈歷史記憶的重構──晚清「男降女不降」釋義〉，收入氏著：《晚清女性與 

    近代中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年），頁 114-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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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類纂 

自張存武以降，夫馬進（1948-）、張伯偉先後指出燕行文獻的失實問

題，迄今仍未有妥切的解決辦法。畢竟燕行文獻成千上百種，96即便是竟讀

全帙的學者，仍不免一時失察而遭受波及。97儘管種類繁多，克服燕行文獻

前後抄錄、因襲、雷同問題的方法，筆者認為是類纂，而這著實是在「資

料庫時代」最容易被忽略、放棄的選項。 

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二年，成均館大東文化研究院推出兩冊《燕行錄選

集》，引起學界關注。《燕行錄選集》係經過精挑細選的成品，朴趾源、

洪大容一脈北學派士人的著作均榜上有名。近似的建議早見於二○○一

年，延世大學名譽教授黃元九（1929-2004）曾建議，應以《燕行錄選集》

為中心，類纂成《燕行錄紀事分類》。98類纂最能針對燕行文獻的特性，只

待將各種記事分類完畢，何處抄襲均一目了然。再者，釐清何處抄襲，不

僅能夠確定史料是否可用，更能藉此討論那些地方最容易被抄襲，那些記

述最被忽略。目前的研究指出，許篈、金昌業、洪大容、朴趾源的作品最

容易被引用／抄襲，99應以這四種燕行文獻為底本，搭配資料庫製成類纂。 

四、滿洲與朝鮮 

最後，本文擬簡要地討論另一個與滿洲相關的議題，有助理解以燕行

文獻探究滿洲相關問題的價值。如前所述，清朝皇帝在宮廷、行在等處，

                                                 
96  北京大學漆永祥估計總數應在 1074-1124 種之間，見氏著：〈關於「燕行錄」整理與研 

    究諸問題之我見〉，收入張伯偉（編）：《域外漢籍研究集刊》，第 7 輯（北京：中華 

    書局，2011 年），頁 37-66。 

97  張伯偉以葛兆光的研究為例，指出研究者可能面對「文獻的前後抄錄導致的失實」，見 

    張伯偉：〈東亞行紀「失實」問題初探〉，收入氏著：《東亞漢文學研究的方法與實 

    踐》，頁 241。 

98  黃元九（황원구）：〈연행록 연구의 과제（中譯：燕行錄研究的課題）〉，《한국문 

    학연구》，第 24 輯（2001 年 12 月），頁 9-10。 

99  這幾本書在十八世紀的朝鮮國內，已被認為是傑出的燕行之作。見金景善：《燕轅直 

    指》，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 70 冊，頁 246。關於這四種書被「抄 

    襲」、匿名「引用」的情形，請參閱張伯偉〈名稱‧文獻‧方法──關於「燕行錄」研 

    究的若干問題〉、〈東亞行紀「失實」問題初探〉二文，均收入氏著：《東亞漢文學研 

    究的方法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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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詢問朝鮮貢使是否能說滿語，這種情況同見於朝鮮使者與其他旗人的交

流，且次數頻繁。如洪大容在東安門附近旁觀旗人射箭，就曾被問及「爾

會滿洲話乎？」100三日後，在正陽門一帶，又曾與一位侍衛官聊天，他同

樣詢及「爾會滿洲話乎？」101朴趾源也曾有相同的經歷。102過去的研究通

常利用此類線索，討論少數朝鮮使者優異的語言能力，尤其是洪大容嫻熟

漢語，也略解滿、蒙的簡單問候，有利於他在中國交遊。然而清朝皇帝、

宮外的旗人對朝鮮使節的興趣，著實值得深入探討。 

儘管缺乏直接證據，但旗人詢問朝鮮人是否懂得滿洲語文，筆者認為

原因是他們身旁不乏能說滿語的朝鮮人。早在弘治元年（1488）朝鮮官員

崔溥（1454-1504）提交給朝鮮國王的見聞錄《漂海錄》即稱：「海州、遼

東等處人，半是中國，半是我國，半是女真」，103顯見中朝邊境族群雜處

的景況。及至一六三六年丙子胡亂，大量朝鮮平民被擄，八旗中就有不少

朝鮮佐領，或稱高麗佐領。104多爾袞（1612-1650）更曾屢屢徵女朝鮮，105

均可見滿洲與朝鮮交往之密切。對於不少旗人而言，他的家族成員，可能

就有朝鮮淵源。 

這群被朝鮮使者稱為「朝鮮人子孫」、「東人之子」、「被虜（擄）

人子孫」106的「旗人」，頻頻現身燕行文獻。他們「以朝鮮人子孫入仕中

國，世為大官」，107有時協助朝鮮使者周旋說項。例如活躍於雍正、乾隆

                                                 
100  洪大容：《湛軒燕記》，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 42 冊，頁 389。 

101  洪大容：《湛軒燕記》，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 42 冊，頁 393。 

102  朴趾源：〈還燕道中錄〉，《熱河日記》，卷 3，頁 151。 

103  崔溥著，朴元熇（校注）：《崔溥漂海錄校注》，（上海：上海書店，2013 年），頁 

     165。 

104  徐凱：〈朝鮮佐領考〉，《韓國學論文集》，第 7 期（1998 年 9 月），頁 313-319。 

     徐凱：〈八旗滿洲旗分佐領內高麗姓氏〉，《故宮博物院院刊》，第 5 期（2000 年 10 

     月），頁 62-73。劉小萌曾研究一位旗籍朝鮮人安岐（1683-1744），他堪稱典型的朝 

     鮮人子孫，見劉小萌：〈旗籍朝鮮人安氏的家世與家事〉，《清史研究》，第 4 期 

     （2013 年 11 月），頁 1-19。 

105  李光濤：《多爾袞徵女朝鮮史事》（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0 年）， 

     頁 279。 

106  這些稱呼見諸金昌業：《燕行日記》，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 32 冊， 

     頁 54。 

107  李 ：《燕行記事》，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 53 冊，頁 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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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間的金常明，「其祖先被擄於丁卯之亂，遂為清人，渠（金常明）之祖

母即汗之乳母，渠則與康熙自幼共嬉游」，108常明自小生長於中國，是一

位朝鮮裔的旗人。因著與皇室的關係，常明號稱「為皇帝寵信，外與十三

王同心，多有權力，故今行大事，亦賴此人周旋順成」。109由此得以理

解，為何旗人與朝鮮使者交流時，多次主動詢問是否會說滿語，同時或許

能夠說明這樣的例子何以不見諸越南、琉球使行文獻。110  

必須說明的是，儘管清代的朝鮮燕行使透過金常明等管道，廣泛蒐羅

清代中國的情報，大部分的朝鮮知識人或因對明朝的眷戀與忠誠，或對清

朝統治的不認同，形成一種強烈質疑清朝統治正當性的風潮。111在這樣的

脈絡下，朝鮮使者往往忽略對於清朝正面客觀的評價，加上燕行使的資訊

來源，很大一部分源自清朝的序班，而他們為賺取情報費，誇大事實，隱

善揚惡，嚴重影響朝鮮使者的判斷。112 

總而言之，朝鮮與滿洲往來很早，又因為地理、歷史陳因，在清代更

形密切。朝鮮使者連年進京參謁，留下豐富的資料，固然珍貴；然而不可

或忘的是，對於旗人而言，朝鮮其實也是特殊而熟悉的族群，他們的家庭

成員可能就有朝鮮背景。朝鮮使者屢被詢及滿洲語文之事，意義正在於因

著這層背景，清朝皇帝或許更願意向朝鮮人展示滿洲特性；而透過宮廷中

的朝鮮人子孫，使臣的見聞也較他國使節深入。清人入關之前，朝鮮使者

                                                 
108  俞拓基：《燕行錄》，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 38 冊，頁 101。關於 

     金氏家族的研究，請參見黃麗君：〈八旗制度與族群認同：清前期中朝關係史中的內 

     務府高麗佐領金氏家族〉，《清史研究》，第 2 期（2019 年 5 月），頁 64-77。 

109  趙文命：《燕行日記》，收入韓國古典翻譯院（編）：《韓國文集叢刊》，第 192 冊 

     （서울：民族文化推進會，1997 年），頁 192。 

110  關於琉球、越南文獻的論斷，有待更多研究檢驗，筆者謹記於此，供方家參考。 

111  姜在彥：〈「崇明排清」の思想〉，收入氏著：《朝鮮儒教の二千年》（東京：朝日 

     新聞社，2001 年），頁 337-365。孫衛國：〈朝鮮王朝對清觀之演變〉，收入氏著： 

     《從「尊明」到「奉清」：朝鮮王朝對清意識的嬗變（1627-1910）》（臺北：國立臺 

     灣大學出版中心，2018 年），頁 261-287。 

112  例如朴趾源便曾直言序班：「此輩大為謊說，其言務為新奇，皆恠恠罔測，以賺譯輩  

     剩銀。時政則隱沒善績，妝撰粃政，天災時變、人妖物怪，集歷代所無之事；至於荒 

     徼侵叛，百性愁怨，極一時騷擾之狀。有若危亡之禍，迫在朝夕，張皇列錄，以授譯 

     輩。譯輩以呈使臣，則書狀揀擇去就，作為聞見事件。」見朴趾源：〈口外異聞‧別 

     單〉，《熱河日記》，卷 4，頁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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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忠一（1554-1622）的《建州聞見錄》是最早關於滿洲社會的觀察。入關

之後，朝鮮貢使在中國北方的遊歷，以及紫禁城的查訪，仍舊是少數接近

核心的見聞，可謂其來有自。 

綜上所述，燕行文獻中關於滿洲、滿漢關係的描述，著實是一大寶

庫。然而，倘若從整體評估此類記述如何進入使臣的視野，必須區分不同

層次，例如「朝貢期間的事務性見聞」，與「對中國社會的概括性評

論」，性質不可相提並論。再者，援引朝鮮史料分析中國歷史，勢必意識

到「朝鮮立場」的問題，探究朝鮮使者的心理狀態、中國與朝鮮的歷史背

景，以及對比中國史料後，方才得以釐清這是「誰的聲音」。朝鮮與滿洲

的關係緊密，但也正因著這層緣故，更多的見聞與記述，並不全然帶來真

實的觀察，而是夾雜著情緒與偏見。甄別、審酌的方法其實就是在各種層

次上披沙揀金，逐步釐清中國、朝鮮的關係。 

伍、 結語 

析論燕行文獻呈現的滿漢關係，必須考量朝鮮使者關於清書、清語的

記述。這是一張連動的網，碑刻上的滿洲字、清宮裡的滿洲話，不單是燕

行使筆下的見聞，同時成為他們分別滿漢的資源。本文大致梳理燕行文獻

中清書、清語在不同語境的所指及其意義；這有時只是單純的照錄，乾隆

十九年（1754），乾隆皇帝在瀋陽以滿文頒行的諭旨，為當時朝鮮使節團

的清語譯官錄下，保存在使節的日記中。乾隆皇帝反省道：「盛京官員及

軍丁等，騎射及馬上技藝俱是兒戲。清語又最生踈，漸入於漢俗，而清人

古道一切拋棄者，又不及於（乾隆）八年」113相較於乾隆八年時巡視所見，

十九年時盛京滿洲官兵對滿洲的「古道」學習已大不如前。來自域外的使

者，為吾人保留一條探究滿洲特性的證據。 

然而更多的是主觀性的斷語，朝鮮使臣的觀察不僅體現清朝官方常規

                                                 
113  俞拓基：《瀋使還渡江狀啟別單》，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 38 冊， 

     頁 160-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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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政流程、宮中大量使用滿洲語文的日常，更重要的是揭示清朝皇帝、

滿洲官員刻意使用滿洲語文的面向。根據朝鮮使者的見聞，清朝皇帝、官

員與朝鮮使者交接時，滿洲話曾發揮保密防諜的功能。朝鮮使者同時意識

到，清朝皇帝的諭令，目的是維護滿洲之道。 

透過本文的整理與分析，顯然朝鮮使者想像、先驗的滿漢關係，與他

們直觀寫下的觀察、較趨近「真實」的記述並不相同。可以說燕行文獻自

非如實直書，朝鮮知識人對滿洲的負面評價，連帶影響到如何理解他們所

見的滿漢關係。在他們眼中，滿洲自始即欺壓漢人，鼎革之際「有戰則驅

漢軍於先鋒，必置死地，戰勝則漢軍之賞最薄」；114入關後特權依舊，滿

洲「殺漢民，五償其一種，賦役皆有差等」，115滿漢始終有別。種種滿漢

在制度上的差異，朝鮮使者不是擴大詮釋，便是顛倒因果，一一化身成為

證明滿漢有別的根據。 

史料本身的問題可能造成各種誤判，研究者應多注意朝貢事務性的描

述，以及筆談資料。指揮朝儀秩序的清語口令、等待奏疏翻譯成清書的流

程，以及清朝皇帝與朝鮮使臣交談的過程，通常是不涉及價值判斷，回報

朝鮮國內參考、評述較為中立的情報。筆談雖也有造假、事後修飾的可能

性，但少數交情深切、描寫細膩的觀察仍值得深入挖掘。本文以朝鮮使者

洪大容與潘庭筠、朴趾源與王鵠汀的筆談為例，指出盛清時期的漢人士子

確實有意識地分別滿漢，且對於詆毀滿洲風俗感到不安，這是一份不見於

中國史料的供詞，惜此類文獻並不多見，目前尚無法更細緻地論述，有待

未來的研究者更深入地檢查朝鮮文獻。 

值得注意的是，燕行文獻豐富的記錄，不僅源自朝鮮使臣是少數如此

親近旗人的群體，遵行參謁宮廷的慣例，還須考量旗人不乏「朝鮮人子

孫」。朝鮮使者頻頻被問及「是否懂得滿洲話」，116正源自旗人的家族、

朋友就有能說滿洲語言的朝鮮人。 

                                                 
114  李 ：《燕行記事》，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 53 冊，頁 138。 

115  端居子：《燕行備覽》（柏克萊：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東亞圖書館藏序寫本，1793 

年），寫本未著頁數。 

116  洪大容：《湛軒燕記》，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 42 冊，頁 389、 

     393。朴趾源：〈還燕道中錄〉，《熱河日記》，卷 3，頁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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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行文獻係基於朝鮮立場的文本，應注意到朝鮮使者珍稀的見聞，存

在雷同、抄襲等問題，117至於朝鮮知識人的偏見及其轉變，則是中朝關係

史研究者的重要課題。然而中朝關係史的重心，大多仍偏向「朝鮮史」，

儘管有從域外看中國的新意，卻也不免讓中國史家有「外國史話題」的圈

外感受。透過本文的討論，朝鮮使者眼中的清代宮廷，確實帶有濃厚的滿

洲色彩，尤其是在各種場合充斥滿文、滿語，為吾人考察清代中國另闢新

章。如何審視這批姑且稱作「不中不朝」的史料，則有待更多學人的關注。 

一九八六年，在聯合報國學文獻館的支持，以及時任臺灣大學歷史系

教授陳捷先（1932-2019）的奔走之下，召開第一屆「中國域外漢籍國際學

術會議」，此後又舉辦九次，共出版十冊會議論文集。「域外漢籍」一詞

是臺灣學者的創發，對此議題關注之早，亦為世界之最。在首屆的大會結

束後，臺灣的史學、文學研究者莫不振奮，畢竟這場盛會被視為「傳統漢

學研究的重大突破」。118一九八七年九月十九日，在魏延年的宅邸召開

「域外漢文學的出版與研究」座談會；三十年前，臺灣學者群聚一堂，思

量如何整理域外漢籍。他們缺少良好、完整的目錄，不清楚域外漢籍確切

的數量，甚至連越南歷史的編年工程都尚處草創期。如今回首，當時前輩

學人對於域外漢籍的困惑，以及實務上的困難已非今人的障礙。 

三十年來，域外漢籍的巨帙叢書迭出，無有紀極。充足的史料帶來豐

富的議題，如今高唱「域外漢籍學」、「燕行錄學」119者不乏其人，正源

於此。如何利用這批藏於域外的史料，意見紛呈。傳統的文獻目錄學家搜

訪逸書，目的是檢校缺漏，完成善本。近年復旦大學葛兆光（1950-）則提

出「從周邊看中國」、「不在場的在場者」等研究視野，認為中國史研究

                                                 
117  夫馬進表示，關於《燕行錄》的基礎性研究，可以說幾乎沒有，致使研究者無法推進 

     研究。見夫馬進：《朝鮮燕行使と朝鮮通信使》，頁 423。這種呼籲有系統地（題解 

     、標點、註解、選別）整理《燕行錄》的觀點，同樣見諸韓國學者，如成均館大學漢 

     文學系教授金榮鎮（김영진），見氏著：〈燕行錄의 체계적 정리 및 연구 방법에  

     대한 試論〉，《大東漢文學》，第 34 輯，頁 65-91。 

118  陳慶浩（時任法國遠東學院研究員）語，出自中國古典文學會（主編）：《域外漢文 

     小說論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9 年），頁 177-178。這場座談會的發言記錄 

     見中國古典文學會（主編）：《域外漢文小說論究》，頁 171-186。 

119  邱瑞中：〈燕行錄學引論〉，收入氏著：《燕行錄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 

     社，2010 年），頁 235-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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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也能運用域外文獻，探討中國史的議題。120 

汲取域外文獻，作為中國史研究的資源，不是晚近的發明。早在上個

世紀三○年代，明史學者吳晗（1909-1969）就開始摘抄《朝鮮王朝實錄》

中的中國史料，即後來十二冊《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陳寅恪

（1890-1969）也曾表示王國維（1877-1927）的治學方法係「取異族之故書

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121中研院史語所李光濤（1897-1984）主張「閱

明清檔案，須再閱朝鮮實錄」。122當代學者對域外文獻的關心，其來有自。 

量變帶來質變，域外漢籍的數量自非民初，乃至三十年前可比。當代

學者矚目的主要課題是，如何基於域外漢籍的新景況，開展方法與議題。

相形之下，如何利用文獻，作為「傳統中國史研究」的史料，可以說相對

受到忽視。至少就清史研究而言，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曾推出三冊《清入

關前史料選輯》，排印《燃藜室記述》、《建州紀程圖記》、《丙子錄》、

《亂中雜錄》、《柵中目錄》，全都是朝鮮漢文文獻。本文深入辨析燕行

文獻中的滿漢關係，不僅希冀藉此凸顯燕行文獻的價值與問題，更希望揭

示域外漢籍不應僅作為中外關係史，乃至朝鮮史的文本。 

循著民初學人對「朝鮮史料」的關心，除當時大量利用的《朝鮮王朝

實錄》外，今人得見諸多更加原始的史料，卻也產生有待克服的新問題。

如本文所陳，僅以滿洲相關議題為例，其間謬誤不斷，且摻和不少朝鮮知

識人的偏見。燕行文獻在史實上的錯誤不是研究上的困難，而是中國史家

大展長才的場域，是理應涉入的分野。援引域外文獻研究中國，不惟需要

中外關係史家的奧援，更迫切的是中國史研究者的投入。如何針對不同議

題，在史實與方法上逐步廓清，具體分疏燕行文獻的特性與問題，仍有待

                                                 
120  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編）：《從周邊看中國》（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 年）。 

     葛兆光：〈文化間的比賽：朝鮮赴日通信使文獻的意義〉，《中華文史論叢》，第 2 

     期（2014 年 6 月），頁 1-62。 

121  關於吳晗以及民初學人對域外文獻的關心，請參閱王維佳：〈吳晗《朝鮮李朝實錄 

     中的中國史料》之編纂與價值〉，《史學月刊》，第 6 期（2015 年 6 月），頁 15- 

     24。 

122  李光濤：〈記李氏朝鮮實錄〉，收入中華學術院韓國研究所（編）：《中韓文化論集 

     （一）》，頁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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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省思，而這正是未來值得開發的重要課題。♦ 

 

 

 

 

 

 

 

 

 

 

 

 

 

 

 

 

 

                                                 
♦ 責任編輯：郭雨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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